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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回顾与评述

陈晓华，杨莹莹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严重阻碍了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
走出这种低端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近年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从集聚特征、集聚测度、集聚的影响因素
和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领域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并指出未来研究应重视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特
色、生产性服务业单独集聚及其与其他产业协同集聚两种集聚模式的差异，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加强研究：一是进
一步识别集聚特征及其时空演变，并展开异质性行业比较；二是寻求微观层面更优的集聚测度方法；三是加强对集
聚影响机制的系统研究以及影响因素的关联研究；四是完善集聚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２０１９）１２－０５９１－１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ｏｗ－ｅ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ｔ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ｆｉｒｓｔ，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ｅｋ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ｒ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ｕｒｔｈ，ｔ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曾经中国制造业企业以加工贸易业务作为进入
国际市场的敲门砖，然而，在“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
同时，中国制造业也面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问

题，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始终困扰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促进我国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服务
业化是重要一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二三产业融合
的重要抓手，应该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促进分工深化
与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
提升，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可通过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制造业和经济
社会的发展产生提质作用。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指导意见》，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集聚发
展，“因地制宜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制造
业集中区域、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以及有条件的城镇
等区域集聚”。在该政策引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生产性服务集聚区，搭建生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
业一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与作用效果由此成为了近年来

的热点话题。
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大多借鉴了

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经典理论，虽然学者们对
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毕竟研究时间有限，还未
形成根植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一产业本身的完善的研

究体系。为此，梳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文献，
有助于理清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发现现有研究存在
的盲点和痛点，为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方向
的指引。此外，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政策支持、产业引
导，大批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然而集聚的形成
以及集聚效应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产业引导
需考虑城市实际和产业特性。通过总结系列学者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结论，可以从更为全面、深
入的视角看待集聚现象，有助于相关部门厘清集聚
的内在逻辑，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作用。
本文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进行识

别，回顾产业集聚常用的测度方法，然后总结归纳影
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诸多因素，进而讨论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作
用效果和作用机制，最后针对现有研究提出综述性
结论，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

马歇尔于１８９０年最早关注到区域内存在同类
产业集聚的现象，认为具有专业化的产业相互集聚
能够产生外部规模效应。随后韦伯于１９２９年明确
提出集聚的概念。早期关于产业集聚的讨论更多集

中在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工业或制造业上。直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日
益为人们所认识，Ｓｃｏｔｔ［１］对服务业集聚给出了明确
的定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才步入正轨。
以往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仍有很大一

部分集中在对集聚水平的比较以及分布特征的描述

上，通过借鉴、扩展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国
内外学者从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对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的特征研究不断完善。
（一）区域间分布不平衡
由于集聚水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经济社会

中表现为区域间集聚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特殊的
集聚分布形态。针对较大范围内区域间集聚水平的
比较，现有研究主要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不同等
级的城市集聚水平表现出差异性，这种等级包括人
为划定的行政等级，也包括由于地理、政策等引致的
区域比较优势。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发现，生产性
服务业更倾向于集聚于大都市区，或者说重要的节
点和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具有更完备的基础设施、更
广阔的需求市场、更优秀的劳动力人才，距离决策中
心更近，因而更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Ｃｏｆｆｅｙ
等［２］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高阶服务业就
业人口分布在三个人口高度集聚的都市区内，即大
多数的高阶服务业集聚在少数大都市地区。张浩
然［３］利用全国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城市数据研究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显现出趋向于在行政等级较高的核心

城市集聚的特征。张志彬［４］也发现，生产性服务业
主要集中在各城市群中心城市而且极化现象不断增

强。陈红霞等［５］则研究了中国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演化过程，发现从２００３到２０１３年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由多中心演变到极化，由较为均衡的集
聚特征演变为部分省份格外突出的集聚分布。二是
聚焦于国内三大经济带的集聚水平差异，基本呈现
出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的集聚态势，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水平的分布基本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

步。如，盛龙等［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从东北、中西部地区向东部
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吉亚辉等［７］在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时发现，东部沿海省份形成
了高值集聚区，而西部地区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则
产值较低、发展水平较低，这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袁丹等［８］通过测算东中西部生产性服务业
的集聚水平，发现由东到西呈现出逐渐递减的“带
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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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内集中与扩散并存
聚焦于较小的区域范围如城市和城市群内部的

研究，同样发现了集聚不平衡现象的存在，具体表现
为区域内集中与扩散的并存。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的不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
明确，在区位选择时的需求差异形成了细分产业在
地理上的分异，进一步形成功能上的分区，在区域内
部形成多核心的集聚状态。
生产性服务业多核心集聚状态的出现受到两个

相反方向因素的推动，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集聚
力和扩散力的寻求上，大多数学者把城市内的拥挤
效应视为最主要的扩散因素。如 Ａｉｒｏｌｄｉ等［９］对米
兰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心城市的饱和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扩散，而交通设施的完善增
加了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另有部分研究认为，面对
面交流使得产业在中心城市集聚，信息技术的进步
则会使得产业向郊区集聚。如Ｓｅａｒｌｅ［１０］考察了全
球化、技术变革和住宅偏好这些因素对悉尼四个生
产性服务部门空间定位的影响，发现持续的全球化
进程促使高等级的服务业如管理咨询业在传统的中

央核心区域集聚，而技术变革则提供了一种分散的
力，使得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扩展到专业人员
的住宅区，即依赖于专业人员的住宅偏好，在研究期
内悉尼的数据处理行业已经有部分扩散到了郊区。

Ｂｏｉｔｅｕｘ－Ｏｒａｉｎ等［１１］利用法国巴黎的信息依赖行业
数据进行了验证，事实表明郊区化确实出现了，但这
种郊区化不是分散的，而是多核心的，说明面对面交
流仍然是重要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多核心之间
是互补而非替代的，每个核心会集聚不同行业类型
的服务业。
而国内研究则大多针对某一地区观察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分布状态，特别是不同类型、不同功能性
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集聚的异质性特征，不同
的地区选择使得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如，陈红霞
等［１２］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内
部生产性服务业的极化现象都较为明显，从具体细
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会至少
占据城市群中多个中心城市中的一个，而金融业通
常会集聚在外围城市中。李普峰等［１３］以西安为例，
研究发现：良好的交通条件、便于面对面交流对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于城市中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西
安的产业分布来看，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
公司总部在ＣＢＤ区域聚集，新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如
技术服务业则在新兴的ＣＢＤ区域聚集。

（三）与制造业协同定位
近年来，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关联关系，学者们也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的产业集聚
向两个产业的协同集聚偏移。Ｅｌｌｉｓｏｎ等［１４］最早提
出了产业协同集聚概念，并就水平关联行业及上下
游关联行业之间的协同集聚进行了研究，其提出的
协同集聚测度指标更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

武器，两者空间上的关联性在各个地区层次都得到
了验证。在全国层面，Ｋｅ等［１５］对中国的研究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会协同定位于同一或相邻城

市，且每一行业集聚都会在邻近城市的自身产业中
产生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吉亚辉等［１６］根据垂
直关联模型证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双重集

聚现象，且二者相互促进。在城市层面上，程中
华［１７］利用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
分析表明，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
间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和局部空间集聚

效应。
虽然两个行业之间存在协同定位的关系，但两

者在空间上的定位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存在空间可
分性，部分学者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分离式
集聚”特征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讨论。Ａｌｏｎｓｏ－Ｖｉｌｌａｒ
等［１８］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
的空间布局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倾
向于在区域中心集聚，而制造业倾向于在区域外围
集聚；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９］进一步认为这种地理上的分布
并非如此简单，应该存在使得两种产业都能从对方
获利的距离。部分学者则就“分离式集聚”现象出现
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目前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两个产业的特性不同，对成本的敏感
性存在差异，所以地理接近不再是两者进行区位选
择的唯一标准。如，江静等［２０］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和
制造业的中心－外围分布是由商务成本引致的，制造
业对要素成本更敏感，因而会集聚于周边地区，而中
心城市市场、法律体系完善，政府管制不严且更有效
率，因而会吸引对交易成本敏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Ｙｕａｎ等［２１］则认为在集聚经济和土地成本的共
同作用下，即使共同集聚是更优的，两个产业之间仍
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对土地成本敏感性的不同，使
得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出转向开发区和乡镇工业园

区，而生产性服务业会占据城市中心。另一方面，过
高的集聚程度会引致拥挤成本，当拥挤成本大于集
聚所带来的收益时，就会带来协同集聚的分离，如金
晓雨［２２］认为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性不同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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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聚中获得的集聚效益不同，而过度集聚带来的
拥挤成本一致，因而关联性低的制造业会退出大城
市的竞争而集聚在小城市，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
集聚水平降低。
综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学者对集聚特征的研

究，从区域范围方面涉及国家、城市群、城市等多个
维度，从研究对象方面包括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和与
其他产业的空间关系，研究内容也从简单的评述某
一地区的集聚现象是否存在转向更为细致的集聚特

征分析，但现有研究对集聚水平的动态演化关注较
多，而忽视了集聚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这一研究维
度，且基于城市内部的微观研究不够细致，对于集聚
的具体形态讨论不足。此外，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
业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且已有的研究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划分也比较粗略，从更为功能性的角度如按
制造业内外服务业部门、服务制造业价值链的环节
等进行划分的研究有待展开。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方法

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以往研究
借鉴了传统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主要有行业集中
度、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Ｅ－Ｇ指数法、ＤＯ
法等，每种测度方法均囿于一定的适用范围，因而在
使用相同的数据进行测度时，也可能得出不一致的
结论。

（一）基于市场空间分布的测度方法
行业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的设计原理利用了

行业的市场分布和地理分布之间的相似性。行业集
中度（ＣＲｎ指数）这一指标最初用于表征行业市场
结构，以规模最大的几家企业占整个行业的份额作
为衡量依据，其中规模可用销售额、就业人数、产值
等进行衡量，指标的值越大，表明市场越集中，具体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Ｒｎ，ｋ ＝
∑
ｎ

ｉ＝１
Ｘｋｉ

∑
Ｎ

ｉ＝１
Ｘｋｉ

其中：Ｘｋｉ 为行业ｋ中企业ｉ的规模；ｎ表示所占份
额最大的前ｎ个企业数；Ｎ 为行业内企业总数。
该方法虽然易于计算，但仅使用规模最大企业

的数据，存在信息利用不足的问题，且企业个数的选
取基于一定的主观判断，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相比之下，赫芬达尔指数（Ｈ指数）使用每个企业占
市场份额比重的平方和作为衡量指标，同时考虑到

了企业总数和企业规模两方面的内容，其计算公式
如下：

ＨＨＩｋ＝∑
Ｎ

ｉ＝１

（Ｘｋｉ／Ｘｋ）２＝∑
Ｎ

ｉ＝１
ｓ２ｉ

其中：Ｘｋｉ为行业ｋ中企业ｉ的规模；Ｘｋ为行业ｋ内
所有企业的总规模；ｓｉ 为ｉ企业的市场规模占比。
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１／Ｎ，１］，值越大，表明行

业越集中，当行业内只有一家企业时，ＨＨＩ＝１；当
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相同时，ＨＨＩ＝１／Ｎ。虽
然该指数对企业总体的利用使得其可有效规避

ＣＲｎ指数信息利用不足的问题，但该指数也存在固
有弊端：一方面，这是一个绝对指标，在计算过程中
忽视了不同地理单位的面积差异和其他行业的分布

状况，因而缺乏行业间的可比性［２３］；另一方面，需要
使用完善的企业数据，而这在中国的数据环境下是
不易得的。
不难发现，这两种方法测度的是行业的市场集

中度而非地理上的集聚程度，由于地理的空间分布
与市场的分布并不完全相关，使用这两种方法表征
集聚程度时，可能会出现指数较高而产业均衡分布
或者指数较低而产业集中的指数与地理分布脱节的

现象，导致分析过程出现偏差。
（二）基于收入分配原理的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的设计原理是利用了地理空间分

布的 均 衡 性 和 收 入 分 配 均 衡 性 的 相 似 性。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４］通过借鉴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洛伦
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构造原理，构建了空间基尼系
数，这一测度方法包含市场空间集聚和地理空间集
聚两方面的内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Ｇｋ＝∑
Ｎ

ａ＝１

（ｓ　ｋａ －ｓａ）２

其中：ｓ　ｋａ 为地区ａ中行业ｋ规模的全国占比；ｓａ 为
地区ａ所有行业总规模的全国占比。

Ｇｋ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其值越大，表明集聚程
度越高。由于该指数对 Ｈ 指数中的市场规模进行
了替换，将地区的规模和全部行业考虑在内，一定程
度解决了 Ｈ指数中忽视不同区域面积差异和其他
行业地理分布的问题，同时，与图形的直观对应也是
其一大优点。但是该指数没有考虑到企业的规模差
异，规模的极值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
基尼系数大于零并不一定表明有集聚现象存在，且
不同产业中的企业规模差异可能使得产业间集聚水

平的比较存在误差［２３］。胡健等［２５］指出空间基尼系
数主要考察产业活动与总体经济活动区域分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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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它只适用于两者相背离即区域呈中心—外围
状态的情况。

（三）基于Ｅ－Ｇ指数的测度方法

Ｅｌｌｉｓｏｎ等［１４］以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
为基础构建了Ｅ－Ｇ指数，同时将企业规模和区域差
异都考虑在内，其值可进行跨产业、跨时期的比较，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ＥＧｋ＝
Ｇｋ－（１－∑

ａ
Ｘ２
ａ）ＨＨＩｋ

（１－∑
ａ
Ｘ２
ａ）（１－ＨＨＩｋ）

其中：Ｇｋ和ＨＨＩｋ分别为行业ｋ的空间基尼系数和
赫芬达尔指数；Ｘａ 为地区ａ所有产业规模占全国
规模的比例。
该测度方法的亮点在于将内部规模经济和资源

优势所形成的市场空间集聚排除在外，单纯关注产
业的地理空间集聚，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该指数在计
算过程中遗漏了大量信息，存在统计不完全问题，使
得实际得出的产业集聚度偏小，而且从计算方法中
可以看出，Ｅ－Ｇ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互相矛盾，两者
的变动方向相反。胡健等［２５］认为该指数仅适用于
测度市场集中度较小的一般性制造品产业，这类产
业较好地排除了市场空间集聚的影响，可以更好集
中于地理集聚的测度。

Ｅ－Ｇ指数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由
于公式中 Ｈ指数的使用，企业数据不易得的问题同
样成为该指数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难点，部分学者从

Ｈ指数计算的角度对该指数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谢里等［２６］利用市场集中比率和 Ｈ指数之间的关系
得到 Ｈ指数两端的极值，取最大最小值的平均数为
替代的 Ｈ指数。高丽娜等［２７］将所有企业分为大中
小型三类，并假设每一类中的企业规模相同，用每类
企业总产值的平均值来近似替代企业数据进行计

算。孙康等［２８］将原有的Ｅ－Ｇ指数公式进行了变形，
使用全国该行业总企业数替代 Ｈ指数，并将空间基
尼系数中的该地区该行业就业人数的全国占比替换

成了企业数的全国占比，从而得到了无偏和方差更
小的修正后的Ｅ－Ｇ指数。

（四）基于地理距离的测度方法
以上所述的集聚测度方法将产业按照行政区间

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了人为分割，使得分析结果可能
会随着划定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存在可塑性
面积单元问题（ＭＡＵＰ）［２９］。Ｄｕｒａｎｔｏｎ等［３０］提出的

ＤＯ方法利用企业的地理信息在连续地理空间上进
行计算，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该方法的

整个测算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利用高斯核函数估计
得到任意距离ｄ上距离对的密度

Ｋ^（ｄ）＝
１

Ｎ（Ｎ－１）ｈ∑
Ｎ－１

ｉ＝１
∑
Ｎ

ｊ＝ｉ＋１
ｆ
ｄ－ｄｉ，ｊ
ｈ（ ），

其中：ｄｉ，ｊ 为两个企业间的欧氏距离；ｈ 为带宽；ｆ
为高斯核函数；Ｎ 为某产业的企业总数。其次利用
蒙特卡罗模拟以５％和９５％的置信水平建立局部置
信区间［Ｋｕ（ｄ），Ｋｄ（ｄ）］，得到集聚指数γ（ｄ）＝

ｍａｘ（Ｋ^（ｄ）－ Ｋｕ（ｄ），０）和 分 散 指 数 η（ｄ）＝

ｍａｘ（Ｋｄ（ｄ）－Ｋ^（ｄ），０），指数大于零表示局部的
集聚或分散，具体的值则无关紧要。由于在较短的
距离内，集聚和分散的特征可能不明显，故最后对局
部置信区间进行进一步估计得到全局置信区间，进
而在全局层面对集聚或分散做出判断，全局层面的
指数计算公式为：
全局集聚指数：

Γ（ｄ）＝ ｍａｘ（Ｋ^（ｄ）－Ｋｕ（ｄ），０）

　　全局分散指数：

Ψ（ｄ）＝
ｍａｘ（Ｋｄ（ｄ）－Ｋ^（ｄ），０）， 若∑

ｄ＝ｄ

ｄ＝０
Γ（ｄ）＝０

０， 其他
烅
烄

烆
其中：Ｋｕ（ｄ）和Ｋｄ（ｄ）为全局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ｄ为门槛值，由所有距离对的中位数表示。
虽然这种方法可避免人为地理分割对集聚水平

的影响，但是企业以及企业空间位置数据在计算过
程中的使用使得其较难在实际研究中应用，而且这
一方法的计算结果反映的是产业集聚在多大的空间

尺度上集聚，无法定位到某一具体空间范围，可能不
利于与政策引导的对接。目前只有较少的学者使用
这一方法，如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等［３１］将ＤＯ方法应用于服
务行业，发现日本３５％的四位数服务业行业在４０
ｋｍ以内的范围集聚，虽然存在集聚的行业份额要
比制造业少，但是在很短的距离（５ｋｍ）内服务业公
司的集聚程度要高于制造业，集中程度最高的服务
业的集聚程度也要大于制造业。Ｋｏｈ等［３２］使用ＤＯ
方法计算得到在德国服务业比制造业集聚水平更

高，除了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交通业外，与
金融市场管理、娱乐相关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
张延吉等［３３］采用ＤＯ方法测度北京市三位数生产
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发现近６０％的生产性服务行
业的企业在较小的连续尺度上集聚。
除以上几个比较常用的测度方法外，传统的测

度方法如 Ｔｈｅｉｌ指数、区位熵、空间计量方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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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新型的测度方法如收集地理位置信
息使用地理分析软件进行区位分析等方法也都在学

者们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设计
逻辑的不同使得不同方法具有各自的使用范围，

ＣＲｎ指数、Ｈ指数计算的是行业集中度，并不能完
全替代对地理集中度的分析；空间基尼系数更多偏
重与整体的偏移，若研究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地理
上的分布是相似的，就可能出现误差；Ｅ－Ｇ指数适合
市场集中度较小的产业分析；而连续地理区间的选
择更适合使用ＤＯ方法，实际研究过程中要结合研
究目的进行选择。此外，现有测度方法大多只表现
出集聚的一个特征，而方法间的可比性又较差，因而
无法对集聚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进行全面反映，对于
考察较小空间尺度集聚特征的测度方法发展也还不

健全，收集企业的位置信息是目前应对城市内部集
聚特征研究的主要手段，对在集聚区内部是集聚还
是分散的，如何分布等更为细致问题尚且研究不足。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目前大多数学者对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实证

检验为主，往往同时研究多个变量，理论分析则主要
依从产业集聚的经典理论。马歇尔最早对集聚和集
聚外部性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以他的
理论为基础的 ＭＡＲ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动
因［３４］，运输成本、劳动力池以及知识溢出作为产业
集聚的内因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要方向。此外，其
他产业的影响、所在地的地理区位优势、政府部门的
行为等外部驱动因素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诸多
因素中较为突出的研究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溢出效应驱动
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特征使得知识溢出

效应相关的因素成为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动因的

首要因素。对此，学者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
是对知识溢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制进

行探讨，并进一步验证其实际效果，如 Ｋｏｌｋｏ［３５］通
过研究发现知识外溢效应是服务业内部集聚的重要

原因，Ｇａｂｅ等［３６］通过建立修正指数，研究了知识共
享在产业协同集聚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从影响知识
溢出效应发挥有效性这一视角出发，对另外两个重
要因素知识密集度和人力资本进行研究，前者表征
了生产性服务业蕴含的知识丰沛度，是知识溢出效
应的基础，高级人力资本的存在则保证了溢出的知
识可充分吸收转化，更大范围地发挥知识溢出效应。
陈建军等［３７］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动因进行

了理论推导，提出知识密集度会影响集聚并在分区
域层面获得验证。进一步地，陈国亮等［３８］发现知识
密集度同样有助于二三产业的共同集聚。盛龙等［６］

同时验证了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行业层面上看，知识
密集度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从
地区层面上看，人力资本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存在显著影响。此外，信息技术发展对知
识溢出效应作用效果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

题：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发展对知识溢出范围的
扩大可能会削弱这一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部分先进知识具有“隐性”特征，传播范围受限，较小
范围的集聚仍是重要的。

（二）产业关联关系驱动
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是影响协同集聚最为关键的

影响因素，包括上下游的投入产出关系和水平的技
术联系。Ｅｌｌｉｓｏｎ等［３９］用ＥＧ和ＤＯ法计算得到协
同集聚指数，两种方法下投入产出关联对产业协同
集聚的作用效果均得到了证实。Ｍｕｋｉｍ［４０］则同时

强调了投入产出关系和技术联系在解释协同集聚上

的作用。针对产业间关联对协同集聚影响的作用机
制，大多数学者从临近需求市场和节约成本角度展
开了解释。如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４１］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市
场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构建垂直关联模型对相关原
理进行了解释：上游企业会靠近下游企业这一需求市
场，而下游企业会为了节约贸易成本而靠近上游企
业，垂直关联强度和两地间的贸易成本共同作用于企
业的区位选择。陈国亮等［３８］认为，节约运输成本和
靠近消费者市场的需求会使得存在投入产出关系的

产业倾向于集聚，实证检验也证明产业间关联性较高
的二三产业更趋向于共同集聚。江曼琦等［４２］认为，
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降低面对面服务过程中的搜

寻、协议、违约成本等交易成本而发挥促进空间协同
集聚的作用，但在城市范围内投入产出关系并不是唯
一的集聚动因，事实上只有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较高。

（三）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对产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城市

规模的扩张扩展了交易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带
来技术、知识、信息的溢出，有助于产生经济效应，从
而吸引产业集聚［４３］。大多数学者从城市规模的集
聚效益和拥挤效应出发研究城市规模对集聚的影

响，认为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并不是一味促进的，而
是存在一个最优城市规模。陈建军等［３７］实证表明
中西部城市的规模与服务业集聚呈现倒 Ｕ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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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城市来说拐点尚未出现，而东部城市的规
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则存在长期的线性关

系。部分学者则从贸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城市规
模对集聚的非线性影响，如陈国亮等［３８］认为城市规
模变化带来的商务成本变化是二三产业集聚的内在

原因，城市规模增大会带来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交易
成本的下降，引起商务成本总体增加，对要素成本和
交易成本敏感性不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会随着

城市规模的变大呈现“制造业挤出服务业———双重
集聚———服务业对制造业挤出”的变化过程。此外，
城市规模因其外生性，也会作为影响其他因素作用
效果的调节因素被纳入研究中，如王国顺等［４４］分析
了中国２８８个城市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发现
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差

别：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受到第二
产业的发展和教育及科研投入的显著影响，而对非
省会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来说，受教育投入和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影响更大。

（四）制度环境
受服务产品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生

产性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更容易受到制度因素的
制约，管理者活动与生产性服务之间具有强联
系［４５］，影响效果取决于制度调节的方向。一方面，
区域内的制度优势既可以驱动外生型产业集群（集
聚区）的形成，也可以扶持区域比较优势引致的内生
型产业集聚进一步壮大。Ｙｉ等［４６］以广州的生产性
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城市土地改革、城市规
划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获取更多声誉和商业联系的需

求共同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获得了提
高。Ｗｕ等［４７］认为政府建立的各种集群的位置是影
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最重要的因素，城市规划和激
励政策也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部分学者则
进一步考虑到制度环境作用的限制，认为持续的集
聚取决于制度是否从产业链融合方面提供引导，如
钟小平［４８］认为为引导企业在开发区集聚所提出的

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形成的“政策租”有助于形成
产业集群，但这种集群形式可能是缺乏企业关联的，
仅有地理上的“扎堆”而无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一旦
政策退出，产业集群就很有可能瓦解，因而集聚外部
效益引发的“集聚租”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另一
方面，负面的制度环境，即政府管制也可能通过限制
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产

生抑制作用。陈建军等［３７］认为部分涉及国家经济
命脉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受到政府比较严厉的制度管

制，且完善的政府行为可部分取代生产性服务业，因
而政府的行政干预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负向

的影响。柯丽菲［４９］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因素，发现政府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负相
关，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不如发达国家高，
市场监管和市场准入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因而受
政府规模的负向影响更大。
根据以上综述可以发现，近年来学者们针对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的讨论既有产业内部的

驱动因素，也有外源性政策、环境等因素，变量选择
紧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是市场和政府共同

作用这一特点，而针对每一变量，又遵循“作用效
果———作用机制———作用条件”的逻辑进行扩展研
究，为政府引导集聚的政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但现有研究对内源性因素研究较少，因而难以从产
业自身发展方面提出促进集聚的建议，微观层面的
影响因素如从企业区位选择方面入手的实证研究也

较为缺乏。此外，大部分因素借鉴经典集聚理论，突
出生产性服务业特色的研究不够透彻，在加强针对
性方面还有扩展余地。

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关于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自集聚现象被提出以

来就开始受到学者们关注，三种外部性理论通常被
认为是解释产业集聚对经济作用机制的基础性理

论。其一，产业内集聚效应可用马歇尔外部性来解
释，产业的集聚招引来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促进知识
和技术的溢出，与此同时，产业链环节在创新和发展
过程中，构成了更为深化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带来产
业升级、效率提升等外部效应。其二，产业间集聚效
应则更多用雅各布斯外部性来解释，不同产业的集
聚构成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跨产业
的高级人力资本在产业间流动，形成知识和技术的
交流和互补，促进区域内产业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
构成产业间竞争，倒逼产业发展。其三，波特外部性
并不强调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的集聚，而主要考虑
竞争的作用，该理论认为集聚区内良性的企业竞争
利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创新成
本三方面的机制［５０］来促进产业的科技创新进而产

生外部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研究背景下，三
种外部性机制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乃至发挥完全相反

的作用。基于产业集聚经典理论，国内外学者以不
同经济变量为研究对象从实证角度展开了大量研

究，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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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
济发展的作用，从已有结论来看，集聚对经济的作用
结果存在复杂性。

（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两部分内容：产业间的比例

调整以及产业生产率的提高［５１］。对此学者们的研
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整体或

某一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作用。从区域整体看，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且
这种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如，李振波等［５２］以长
三角区域１６个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研
究对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促
进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陈建军等［５３］用空间
计量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产效

率的增进作用，同时周边城市效率提升也能带动本
地效率增进。于斌斌［５１］同样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考
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城市规模约束下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发现在城市规模较小时，只有波特外部
性发挥促进作用，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
均表现出了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逐渐增大，另两
种外部性的作用会由抑制转向促进。从对制造业升
级的影响看，集聚效应也得到了验证，如Ｓｉｍｍｉｅ
等［５４］对欧洲若干城市的研究表明，在城市中知识密
集型商务服务业集聚一定程度上会对推动当地制造

业升级。盛丰［５５］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竞争效
应、学习效应、专业化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四个方
面促进制造业升级，并在城市层面验证了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可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
具有空间外溢效应。
此外，不同产业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升

级的作用效果差异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如，詹浩勇等［５６］结合结构高度化和价值链高度化构
筑产业升级指标对西部城市进行研究发现，当前中
国西部的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了

显著的作用，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产
业升级的作用未通过检验，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知
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力，集聚规模不大。黄斯婕
等［５７］也发现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城市生产

率的促进程度不同，其中房地产业的作用效果最弱。
（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内在关联

性，可以互相影响［５８］。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等［５９］认为经济活
动的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相加强的过程，集
聚的存在减少了创新成本，增强了创新的动力，即使

集聚会引致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对整个经济来讲，仍
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集聚对
于经济效应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的争议。大部分学
者均认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韩峰等［６０］通过考察得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

长效应的空间溢出范围为１００公里，且不同集聚类型
的作用效果不同，专业化集聚更利于西部经济，多样
化集聚则更有利于东部的经济增长。陈晓峰等［６１］利
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协同集聚对于区域

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龚新蜀等［６２］以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物流产业为研究对象，认为物流产业集
聚能够加强集聚区内的产业分工深化，促进技术创
新，降低集聚区内交易成本，形成经济溢出，从而促
进区域内经济增长。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促进关系，拥挤效应、企业间竞
争、生产性服务业类型等都会对集聚促进作用的有
效性产生影响。陈晓峰［６３］利用长三角地区数据研
究发现在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的作用下，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呈倒 Ｕ 型关系。
李子叶等［６４］用ＴＦＰ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代理
变量，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
济增长转变的效应呈Ｕ型关系，对此作者给出的解
释是随着集聚水平的提升，产业面临重整，创新能力
和资金水平无优势的企业被迫退出行业，短期内造
成集聚效率的降低，但随着产业集聚的成熟，又会恢
复到促进作用。张浩然［６５］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的经济总量差异会影响集聚

对经济效率的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随着
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更好促进经济效率，而低端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经济效率的作用会随着经济

规模的变化呈倒Ｕ型关系。
（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生产服务业拥有较低的直接能源消耗和污染物

排放［６６］，因而天然具有节能、低碳等特点，但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大多数
学者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节能减排作用，但对
具体的减排机制并未完全形成定论，部分学者从生
产性服务业自身节能优势以及集聚的规模经济出发

进行讨论。如张志彬［６７］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
城市产业结构本身具有较低污染，同等条件下，集聚
减少了单位产出的能源和要素消耗，提高了资源利
用效率，因而有助于城市污染减排。另外有些研究
则主要关注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如，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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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等［６８］从技术外部性和市场外部性两方面进行考

察，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嵌入制造业价值链
或提供外包服务选择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带动
分工深化进而产生规模经济两种方式助力于城市污

染减排。余泳泽等［６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促
进城市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制造业技术创
新能力、提升制造业效率三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
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空间效应。蔡海亚等［７０］认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通过产业间的知

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两个产业的互动发展，
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单位产出的污
染排放。
也有学者认为集聚对环境的作用受多种条件的

共同影响，因而在实证中表现出负向的结论。如，王
兵等［７１］认为产业集聚对环境影响的负向效应来源

于两个方面：拥挤效应引致的负外部性和政府监管
缺失，产业集聚对环境的最终影响是由两个方向的
角力形成的，开发区成立早期新进企业引起的产业
规模扩大确实引起了污染“集中排放”现象。韩峰
等［７２］从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行业异质性、城市规模五方面总结了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其中后两个作用
机制的效果发挥存在不确定性：以低端生产性服务
业为主的行业结构会使前三个效应失灵，集聚模式
与城市规模的非良性匹配也不能促进碳排放的减

少，实证的结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不能减少本
地的碳排放，反而增加了周边地区的碳排放。
现有集聚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作用机制和

作用效果展开讨论，拥挤效应、行业异质性、与城市
环境的适配程度是经济效应出现负向作用的主要原

因，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研究已经将研
究视角从单一区域扩展到区域间的互动效应，集聚
经济效应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但不容忽
视的是，现有研究更多采用实证方法对经济效应展
开研究，异质性研究对象、研究期间、研究方法的选
择使得结果呈现出复杂的结论，针对特定问题的理
论机制又较为散乱，降低了不同研究间的可比性。
因此，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理论机制，以及展开异质性
情况下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
性和可比性。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引发学者们不断扩展集聚

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现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方面
的研究围绕集聚特征、集聚测度、集聚影响因素和经
济效应展开，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普遍存在，全国范围
内显示出区域间的不平衡，在城市群或城市内部则
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多个地区已显现出单核—
多核的转变趋势；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对成本的敏
感性以及集聚收益创造能力上的区别使得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在一定范围内协同定位。

ｂ）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提供了丰富的测算方法，传统测算方法以研究对象
与基准的偏离程度为构建思路，包含市场集中和地
理集中两大内涵，研究数据以中观统计数据或微观
企业数据为主，突破地理边界，借助地理分析方法的
新型测度方法为集聚测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ｃ）除传统地理区位因素外，基于生产性服务业
特点的知识溢出和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为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因素，外源性因素的影
响则表现出复杂的关系。

ｄ）现有研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效应的
理论解释集中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权衡上，实
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并非来源于理论
解释的差距，而是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期间得
出的异质性结论，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存
在经济效应的异质性。

（二）研究展望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结合中国产业实际，

突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特性以及单独集聚与协同集

聚的差别，遵循“时空演变———精准测度———影响机
制———影响效应”的研究脉络，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
深耕，以便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集聚提供有益
见解。

１．集聚特征的识别研究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产业的数据难以获得，

针对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或
分为高低端行业，或分为五到七个行业子类，划分比
较粗糙，未深入结合产业本质特征。此外，在研究期
间的选择上，以往研究更多关注某一时点而对集聚
的期间演变较少关注，未来研究可细化行业层次和
空间尺度，对产业集聚特征及集聚特征的演变过程
进行进一步识别，就异质性行业展开比较分析。

２．测度方法的改进研究
现有测度方法在微观层面的集聚水平测度上存

在诸多限制，且测度多基于统计数据，无形中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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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本质的集聚研究，未来研究一方面要对微观层
面的测度方法进一步改进，另一方面要增强对细化
企业数据的使用以更好反映微观现实。此外，要进
一步增强测度方法的适用性，扩展对于集聚特征的
反映维度，实现跨期、跨行业、跨区域的可比性。

３．影响因素的细化研究
现有对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以验证为主，根植

当地的理论探究较少，未来可从现实集聚特征出发
探究影响中国各地区集聚差异的集聚因素，或基于
企业调查、问卷收集等方式对因素进行量化，从微观
层面探究企业集聚的内源性因素，并可进行影响因
素间的关联效果研究，对多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效果进行探究。

４．集聚效应理论的系统研究
现有对于集聚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以作用效果

居多，实证结果缺乏系统的理论机制和有力的模型
支撑，未来研究可尝试将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系统
化、模型化。此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结合全球
价值链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发展目标，加强产
业发展和经济质量提高方面的研究，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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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４（４）：３３－３９．
［２９］Ｂｒｉａｎｔ　Ａ，Ｃｏｍｂｅｓ　Ｐ　Ｐ，Ｌａｆｏｕｒｃａｄｅ　Ｍ．Ｄｏｔｓ　ｔｏ　ｂｏｘｅｓ：

Ｄｏ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ｊｅｏｐａｒｄｉｚ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６７（３）：２８７－３０２．
［３０］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Ｇ，Ｏｖｅｒｍａｎ　Ｈ　Ｇ．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７２（４）：１０７７－１１０６．
［３１］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Ｋ，Ｓａｉｔｏ　Ｙ　Ｕ， Ｕｅｓｕｇｉ　Ｉ．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２０１２（２）：２０１－２２０．
［３２］Ｋｏｈ　Ｈ，Ｒｉｅｄｅｌ　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

４８（５）：８２３－８４３．
［３３］张延吉，吴凌燕，秦波．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

聚及影响因素：基于连续平面的测度方法［Ｊ］．中央财经

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９）：１１１－１１８．
［３４］Ａｌｅｃｋｅ　Ｂ，Ａｌｓｌｅｂｅｎ　Ｃ，Ｓｃｈａｒｒ　Ｆ，ｅｔ　ａｌ．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Ｊ］．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４０（１）：１９－４２．

［３５］Ｋｏｌｋｏ　Ｊ．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Ｎｏ．３３６２），２００７．
［３６］Ｇａｂｅ　Ｔ　Ｍ，Ａｂｅｌ　Ｊ　Ｒ．Ｓｈａｒ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５０（８）：１３６０－１３７３．
［３７］陈建军，陈国亮，黄洁．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２２２个城市

的经验证据［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４）：８３－９５．
［３８］陈国亮，陈建军．产业关联、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

集聚：来自中国２１２个城市的经验考察［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４）：８２－１００．
［３９］Ｅｌｌｉｓｏｎ　Ｇ，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　Ｌ，Ｋｅｒｒ　Ｗ　Ｒ．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１００（３）：

１１９５－１２１３．
［４０］Ｍｕｋｉｍ　Ｍ．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５，１５（２）：３２９－３５１
［４１］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６，３７
（２），３４１－３５９．

［４２］江曼琦，席强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

与协同集聚［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１５３－１６０．
［４３］武俊奎，姜惠敏，王桂新．城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的影
响机制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Ｊ］．产经评论，２０１２，

３（４）：２３－３５．
［４４］王国顺，张凡，郑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集
聚水平及影响因素：基于２８８个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６，３６（４）：１０６－１１２．

［４５］Ｈｕａｌｌａｃｈáｉｎ　Ｂ，Ｌｅｓｌｉｅ　Ｔ　Ｆ．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Ｐｈｏｅｎｉｘ，Ａｒｉｚｏｎ［Ｊ］．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４４（８）：１５８１－１６０１．

［４６］Ｙｉ　Ｈ，Ｙａｎｇ　Ｆ　Ｆ，Ｙｅｈ　Ａ　Ｇ　Ｏ．Ｉｎｔｒａｕｒｂａ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２０１１，４３（１）：２８－４７．

［４７］Ｗｕ　Ｙ　Ｚ，Ｆａｎ　Ｐ　Ｌ，Ｙｏｕ　Ｈ　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８，１０（４）：１－２３．

［４８］钟小平．科技服务业产业集聚：市场效应与政策效应的
实证研究［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４，３４（５）：８８－９４．

［４９］柯丽菲．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
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Ｊ］．学术论坛，２０１６，３９（１０）：

４８－５２．
［５０］王岩．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Ｄ］．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７．
［５１］于斌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集聚外部性与城市规模约束的实证分析［Ｊ］．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９（２）：３０－４３．

［５２］李振波，张明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区域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长三角１６个中心城市
的面板数据［Ｊ］．科技与经济，２０１５，２８（６）：１０１－１０５．

［５３］陈建军，刘月，邹苗苗．产业协同集聚下的城市生产效
率增进：基于融合创新与发展动力转换背景［Ｊ］．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６（３）：１５０－１６３．

［５４］Ｓｉｍｍｉｅ　Ｊ，Ｓｔｒａｍｂａｃｈ　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Ｂ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１０（５）：２６－４０．
［５５］盛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制与经验：

来自２３０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Ｊ］．产业经济研
究，２０１４（２）：３２－３９．

［５６］詹浩勇，冯金丽．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

１０６第６期 陈晓华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回顾与评述



型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Ｊ］．技术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６（４）：１０２－１０９．

［５７］黄斯婕，张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
响：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６，２３
（３）：１１８－１２４．

［５８］Ａｓｌｅｓｅｎ　Ｈ　Ｗ，Ｉｓａｋｓｅｎ　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２７（３）：３２１－３３８

［５９］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Ｇ　Ｉ　Ｐ，Ｍａｒｔｉｎ　Ｐ．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４２（４）：

９４７－９６８．
［６０］韩峰，王琢卓，阳立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
出效应与经济增长［Ｊ］．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２）：１－１０．

［６１］陈晓峰，陈昭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
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Ｊ］．
财贸研究，２０１４（２）：４９－５７．

［６２］龚新蜀，张洪振．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空
间分异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省份面板数据
［Ｊ］．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３６（３）：１３－１９．

［６３］陈晓峰．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经济增
长［Ｊ］．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１（６）：６－１２．

［６４］李子叶，韩先锋，冯根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异质门槛效应视角［Ｊ］．经济管

理，２０１５，３７（１２）：２１－３０．
［６５］张浩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
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Ｊ］．财经研究，２０１５，４１（５）：

６７－７７．
［６６］李艳梅，孙丽云．服务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约束［Ｊ］．科
学，２０１６，６８（２）：３１－３４．

［６７］张志彬．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基
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Ｊ］．产业
经济评论（山东大学），２０１７，１６（４）：７８－９２．

［６８］刘胜，顾乃华．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
业污染：来自２６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Ｊ］．财
经研究，２０１５，４１（１１）：９５－１０７．

［６９］余泳泽，刘凤娟．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环境污染
的影响［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７（８）：２３－２９．

［７０］蔡海亚，徐盈之．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２８（６）：９３－１０２．

［７１］王兵，聂欣．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助力还是阻力———

来自开发区设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１２）：７５－８９．
［７２］韩峰，谢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对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Ｊ］．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３４（３）：４０－５８．

（责任编辑：陈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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